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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经济法”①以及法学的方法

蒋大兴+

每天都是生命中的一张白纸。

每一个人、每一件事，

都是一篇生动的文章。

——证严法师

方法(method，methodology)，是一个我们每天都在面对的问题／话题。

我们做任何事，都需要知道怎样去做才能成功——也就是说，先要掌握

方法，然后，才能把事情做好。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就像谈恋爱——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男女，多少都得事先看一点如何写情书之类的秘籍，然

后才敢在早就心仪若干年的人面前有所行动；而到80、90、00后，据说是不需

要事先做这样的准备，他们有自己更科技／技巧的方法，例如，注册各种交友

网站、QQ、微信搜寻“附近的人”，直到把完全陌生的人发展成心仪的人。恋

爱如此，学习如此，生活与工作，同样也是如此——可是，在学术过程中，我们

有时是盲目的、迷惑的。因此，经常需要去讨论，什么是XX学术的方法?∞不

记得在哪里读到过这样一句话：一个学科，如果急于去讨论方法，是不成熟的

·蒋大兴，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①本文对所谓。经济法”的理解，是一种“学科经济法”的立场，在本文中，我无意于纠缠关

于经济法独立性的判断。本人有关这一问题的观点，可以参见拙文：<规范解剖：经济法的新思

维——从(反不正当竞争法)透视我国经济法的非独立性>，载<法商研究)t997年第2期。
②即使在美国这样法律研究比较发达的国家，也有专门的书籍教法律职业人士如何去研

究法律。例如，Morris L．Cohen，Kent C．Olson，Lega／Research，West Publishing CO．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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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

法学现在似乎正处于一种无方法／找方法／或者急于去讨论方法的阶段，有

一些很权威的学术机构、刊物以及学者，在积极地讨论关于法学的方法论。③

很多年前，这些讨论集中在法理学领域，还曾经演绎为一种争论，甚至涉及法学

是否是一门社会科学——这样严重的问题。④现在，这些讨论，逐渐从一般意

义上的展开，发散到具体的法学学科，例如，刑法⑤、民法⑥、商法⑦、宪法⑧与

③例如，刘水林：<法学方法论研究>，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3期；陈瑞华：<论法学研究

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再如，<法学研究>编辑部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于2011年8月

13日至14日在武汉联合举办了“中国法学研究之转型一法律学术与法治实践”研讨会，探讨法
学研究方法之转型。会后，<法学研究>在2011年第5、6期刊发了相关文章和笔谈。此外，还有

其他大量文献涉及法学研究之方法。例如，杨世屏、张斌峰：<法学方法论研究对象的多维阐

释》，载《法治研究)2013年第3期；王宏哲：<从实质主义到实证主义：法学方法之现代化转向》，

载《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许中缘：<论法学方法论与中国法学发展》，载《比较法

研究)2012年第4期；陈坤：《法学方法论的困境与出路》，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1

期。

④参见郑戈：<法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吗?——试论“法律科学”的属性及其研究方法》，载
《北大法律评论)1998年第1卷第l辑；后续跟进的讨论，可以参见王利明：《法学是-fl科学》，

http：／／www．civillaw．corn．cn／article／default．asp?id=59124；访问时间：2014年7月8日。

⑤较早的文献，参见陈兴良：<刑法教义学方法论>，载<法学研究)2005年第2期。后续研

究可参见陈兴良：<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的关系：从李斯特鸿沟到罗克辛贯通》，载《中外法学》

2013年第5期；以及冯军：<刑法教义学的立场与方法>，载<中外法学)2014年第l期。其后，张

明楷教授发表了与冯文的商榷论文。参见张明楷：<也论刑法教义学的立场)，载《中外法学》

2014年第2期。

⑥较早的文献，参见梁慧星：<民法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段匡：《日本

的民法解释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王涌：<作为民法方法论的分析法学导论》，载<南京

大学法律评论》1999年第2期；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

版。后续研究参见王利明：《法律解释学导论——以民法为视角》，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吴汉
东、易军、高飞：<民法学方法论>，载<私法研究)2012年第2期；朱晓酷：《布洛克斯的(德国民法

总论)及其法学方法论>，载<东方法学)2014年第1期；傅广宇：《从“飞机旅行案”看德国的民法

方法论》，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侯国跃：<经济分析法学与民法方法的革新》，

载《北方法学)2013年第2期；许德风：<法教义学的应用》，载《中外法学)2013年第5期。

⑦参见：陈筵：《司法解释的建构理念分析——以商事司法解释为例》，载<法学研究)2012
年第2期；蒋大兴：<触及法学本原的思考——公司法学的方法论及其他问题>，载范健、蒋大兴：

《公司法论》(上卷)，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一12页；蒋大兴：<商法：如何面对实

践?——走向／改造“商法教义学”的立场>，载<法学家)2010年第4期。

⑧参见叶海波：<我国宪法学方法论争的理论脉络与基本共识》，载<清华法学)2013年第

3期；张翔：《宪法教义学初阶>，载<中外法学)201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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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41·

行政法⑨⋯⋯今天，在这里，则是经济法。⑩

当然，可能有一个很奇怪的逻辑——我们既然不是十分明了学术的方

法，为何还可以有“十分繁荣的学术”@，某一学科不明了自己的方法，为什么

该学科仍然可以好好地存在并发展?

这样的困惑，其实每年都在发生。例如，在每一篇经济法或者法学的博

士／硕士学位论文导论中，我们都能发现——研究者会交代自己所使用的方

法——这些交代通常是大而全的，例如，使用了法律解释学、经济分析、历史

分析、社会调查、实证研究、比较分析的方法⋯⋯不一而足。姑且不去讨论这

些方法分类的科学性，可是，当你通读完全文，你却发现自己可能被“欺骗”／

“调戏”了——那些熠熠生辉、天花乱坠的方法，其实在论文中多半只是“过

眼烟云”(浅尝辄止，或者并未触及)，很少有贯穿全文而使用的。

这是一种失败。因此，我们每一个人——经济法或者法学的博士生／硕

士生，甚至学者，可能都需要认真地反思——在我们的这篇研究中，到底用了

什么样的方法?

我们用了什么样的方法?这是自由的，其实，又是不自由的——如同我

们无所不在枷锁之中。

自由的一面在于，方法是一种“公共品”(public goods)，你可以使用任何

方法——本学科的或者跨学科的——去做你的研究。没有一条法律／规则规

定，某一学科的方法或者某一方法，只能用于该学科研究。例如，无论是法

学、经济学以及社会学，甚至语言学、哲学，都可以运用统计分析、现场试验的

方法。因此，我们试图用方法的独特性，去证明某一学科的独立性，这本身需

⑨行政法学关于方法论之讨论，较早可见的是翻译文献。参见铃木义男等：<行政法学方

法论之变迁>，陈汝德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该著作是重新整理近代法学译丛

而再版的，最早版本刊于1937年。其他文献参见侯宇：<行政法学方法论初探>，载<甘肃政法学

院学报)2011年第4期；王本存：<论行政法教义学>，载<现代法学)2013年第4期。

@参见应飞虎：‘问题及其主义——经济法学研究非传统性之探析>，载<法律科学)2007
年第4期；郭金良：<论经济法学研究方法)，载<西部法学评论)2013年第3期。比较而言，商法、

经济法学对方法的讨论似乎要少于法理学与民法、刑法等传统学科。

⑩当然，这种繁荣，可能并不完全是一种正向的评价。但至少从出版物的数量、品种以及

作者的纵向比较来看，是可以说已经呈现出一种繁荣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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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特别谨慎。⑥对于这种“方法／研究路径的共性”，张广勇曾在评论法国年

鉴学派、谈及史学及“问题史学”的研究程序时，有过精辟的解释。他指出：

“历史学和其他各门科学的研究程序相同，首先要提出假说，提出要解决的问

题，然后收集和分析史料，证明假说成立与否，最后解决问题，找出历史过程

的逻辑。这就是说，历史研究像其他各门科学一样应从现实的问题出发，然

后通过历史来认识这些问题。这一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更新的重要意义是，

问题史学不仅突出了历史学家认识主体的作用，而且强调了史学与其他各门

科学平等而独立的地位。”@这样的判断，无疑值得我们经济法学界反思我们

的研究历史。

不自由的一面在于，方法只是一种手段。所有科学研究都是为了——发

现某种现象、证明某种判断或者解释某种判断。自然科学如此，人文及社会

科学同样如此。对于法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来说，某种方法的功能也许只在

于——从某一角度去“发现一种判断”或者“证明／解释某种判断”。例如，

“政府有时可以改善市场结果@，因此，政府不是全部的恶”⋯⋯然而，正是这

种“对象的不同”，形成了方法赖以存在的场域——学科的差异。我们丝毫

不否认。不同学科对不同方法的倚重存在明显不同，例如，法学偏重解释学；

历史学偏重考据；经济学偏重数理分析⋯⋯毫无疑问，某一学科的研究者，首

先应当掌握该学科“主导的方法”@，例如，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法科的学生，

⑩实际上，法律学者比较喜欢用方法的独特性去证明或者凸显学科的重要性或者独立性。

例如，伯克利加州大学的爱德华·拉宾教授在一篇专门为法学“定位”的文章中指出：实际上，法

学(1egal scholarship)既有一种独特的主题(subjectmatter)。也有一种独特的研究方法⋯⋯法学研

究的主题可以归纳为一种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法律观⋯⋯法律学者把法律作为一套被人们设

计为一种意义体系的规范性述说(normative statements)来加以研究。⋯⋯他们考察法律的内在

结构和意义。⋯⋯法律学者们采用的方法主要有两种，即：描述性的(descriptive)方法和规范性

的(prescriptive)方法，这种区分来自于休谟那十分著名的“实然”(is)与“应然”(ought)之分。
See Edward L．Rubin，“kgal Scholarship”，in Dennis Patterson(ed．)，A Companion to Philosophy of

Law andLega／Theory，BlackwellPublishers Ltd．，1996，P．562．转引自郑戈：<法学是--t-]社会科学

吗?——试论“法律科学”的属性及其研究方法>，载<北大法律评论>1998年第1卷第1辑；后
续跟进的讨论，可以参见王利明：<法学是一门科学>，http：／／www．civillaw．com．cn／article／de·

fault．asp?id=59124；访问时间：2014年7月8日。

@参见张广勇：<法国史学的新视野——(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中译本导言>，载
[法]保罗·利科：<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王建华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导

言部分。第3—4页。

@这是格里高利·曼昆在‘经济学原理>中的语录，转引自粱小民：<经济法学是什么>，北

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页。

@严格来说，这里需要区分“法学的方法”与“学术的方法”本身的差异，但本文故意模糊

此种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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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到博士入学／毕业时，甚至还没有看过拉伦茨的《法学方法论》，不知道如

何去理解和解释法条?我们也无法想象，一个社会学的研究者，不知道如何

去设计问卷、做统计分析?一个经济学的研究者，完全没有数学基础，看不了

数学模型?⋯⋯但令人遗憾的是，这种“难以想象的现象”，在我们的周围并

不少见。

不过，我们仍然需要注意，此种“方法的偏重”只具有相对意义，而且，这

种状况并不是一天养成、生来如此的。例如，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的

经济学是“描述性的”；历史学也可以成为“解释性的”“计量性”的，而法学，

同样也可能是“偏重数理分析或者问卷调查的”⋯⋯这样的“方法交叉”，越

来越成为一种“学术界的时尚”。只是——我们不应被任何时尚蒙蔽了双

眼，忽略了学术对“长久存在”的追求。我们可以重温一下历史学的故

事——例如，以年鉴学派为主的法国史学家坚持同各门社会科学对话和交

流，注意多层次地把握和揭示历史发展过程，到20世纪60年代，法国史学家

借鉴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语言学、社会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抛弃

了以政治、军事以及杰出人物为主要内容的传统史学，广泛开展经济史和社

会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出现了历史学融合所有其他社会科学的趋势。

历史学已非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学，而是综合其他各门科学的“人的科学”，即

既研究人类物质生活，也探讨人类精神生活的科学。⑩历史学的解释性得到

很大的提升——这样的转化过程同样也在其他学科领域发生，法学、经济学，

以及法学中的经济法、民法⋯⋯迟早都会如此。

虽然，在方法的空间里，虽然我们可以自由游弋，可以选用任何方法——

但在某一篇研究中，我们仍然需要明确——你／我试图使用的是何种方法?

某篇博士／硕士论文，在方法使用上应当有所倚重，如果我们从一而终——能

够从头到尾主要使用一种方法(例如，历史的、实证的、解释的、定量的⋯⋯)

去形成、解释或者证明某种判断——这可能已经足够了。

遗憾的是，我们在学术方法的使用上，似乎总是追求“大而全”“全而

空”。这种“方法专一”的场景，并不太容易看得到。至少，我在南大以及北

大这些年，没有很深刻的印象。

这一点，我们也需要思考。

⑩参见张广勇：‘法国史学的新视野——(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中译本导言)，载
[法】保罗·利科：<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王建华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导

言部分，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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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种“方法专一”的场景我们看不到?

这其实，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其一，可能是我们的“方法素养”不够，不

能专注、深入地使用某种方法。例如，我们欠缺系统的解释学训练，只能使用

简单的文义解释方法理解法条，不能很好地运用论理解释(目的解释、体系解

释、历史解释、合宪性解释)、比较法解释、社会学解释方法，全面地解构法条

含义。此种情形，与一个没有经历过法科训练的学生无异。所以，这也是为

什么在中国现阶段，很多没有学过法律的人，同样可以／敢于从事法律职业，

甚至可能比法科同学还要做得更好——他们可以轻易地考过司法考试、背一

下法条就可以现炒现卖分析案例——这与法科同学没有很好地接受专业的

解释学训练有关，我们还没有形成法科学生特定的话语系统，这最终也导致

法律职业很难成为一种相对封闭的“贵族职业”，甚至使法律人队伍鱼龙混

杂、恶性竞争、关系派律师盛行⋯⋯但我认为，这样的时间不会延续太久。其

二，可能是我们希望能全方位地理解某种现象，因此，不会仅仅停留在解释学

上，而是会采用案例实证、统计分析等多种方法，去多侧面地解构所面对的论

题。可是，我们忽略了一点，多侧面地、成功理解／阐释一个判断的任务往往

无法在一篇论文中全部完成。

与这种“方法全面”的现象不同的是，另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题是——

存在一种过度的“方法偏爱”，我们可能很容易因为喜欢／擅长某些方法，而

轻视其他方法，这样的现象在法学乃至经济法学领域中，并不少见。例如，我

们可能比较偏重比较法，言必称外国，而轻视本土实证的方法，甚至，在潜意

识里认为——本土实证只是一种技术，一种掩盖理论贫乏的技巧，本身不是

理论，没有什么特殊的。比较法是在法律成为民族法之后应运而生的。⑩虽

然比较法在其诞生后曾遭到各种强烈反对，但在中国，偏爱理论法学或者是

比较法理论，轻视实证分析的现象，是比较普遍的。尤其是，在一些以所谓理

论见长或者喜欢讨论理论的机构／大学，更容易产生这样的认识。一些杂志

社的编辑，也喜欢看论文的注释里面有没有外文文献，如果没有直接引用的

外文文献，这样的文章即使再有思想，也不容易登堂入室——它可能在初选

时，就轻易地被放弃了。在今天，比较法被当做解决法律疑难问题的救命稻

⑤参见[日]大木雅夫：<比较法>，范愉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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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可比较法的多样性却被忽略了。其实，即使是经常被我们罗列在一起的

英美法，也存在偏重形式化(英国法)与偏重实质化(美国法)的差异。⑩

对比较法／外国法的如此偏爱，使得翻译法学、翻译法学者或者翻译加简

单改造的法学及法学者在中国非常“吃香”／流行——例如，现在的大学都喜

欢引进国外的洋博士，就是非常明显的例子。即使在北大、清华这样的所谓

国内一流的高校，也是如此，我们不信任自己培养的博士生能够很好地传承

我们的衣钵，因此，非得让他出去镀个金——哪怕在国内那些未必能超越本

校的其他高校／科研机构的某些学科里“博士后一下”，才能回到本校教书。

虽然据说这样做，旨在避免学术的近亲繁殖，可是，“博士后一下”，真的就可

以消弭掉学术思考的“近亲基因”?这样的一种逻辑，不仅难以理解，事实上

也已否定了北大、清华可以培养国内最高水平学者(哪怕是最近流行的“中

国学”)的事实——本质上，这也是一种学术方法论／立场上的不自信。

很显然，这样的认识是不全面的。

我不是因为自己以及我们这个群体里面很多人的本土背景，就要否定或

者排斥多元认识的意义。其实，偏重域外文化传播，与偏重本土文化解释，对

理解／重建中国的法律以及法学，具有同样积极的意义。比较法是重要的，为

了强调此种重要性，Ren6 David曾指出：“在所有科学中，只有法学错误地认

为可以成为纯粹民族性的东西。神学家、医学家、科学家、天文学家以及其他

所有学者，都为自己不了解国外在本专业领域内所取得的进步而感到耻辱，

但只有法学家将自己封闭在本国法的研究中。”因此，呼吁扩展法学的视

野。⑩我相信达维德的认识，但我们同样也应当注意梁治平和苏力的提

醒——不能仅满足于以西方的理论框架、概念、范畴和命题来研究中国，因为

这样弄不好只会把中国人的经验装进西方的概念体系中，从而把对中国问题

的研究变成一种文化殖民的工具。我们应当注意在研究中国的现实的基础

上，总结中国人的经验，认真严格地贡献出中国的法学知识。④张夏准在《富

国陷阱》里面也提醒过我们关于方法论的问题——要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因

为发达国家会踢开他们走向富裕、通向成功的梯子，那些推荐给发展中国家

⑩参见P．S．阿蒂亚、R．s．萨默斯：<英美法中的形式与实质——法律推理、法律理论和法
律制度的比较研究》，金敏、陈林林、王笑红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2页。

@参见(日]大木雅夫：<比较法》，范愉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6页。

①参见苏力：<法学研究的规范化、法学传统与本土化》，载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

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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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世界性学说”并不都是他们曾经经历过的真理。◎虽然“美国通常是未来

首先发生的地方”，但“没有人对我们正走向哪里，或应该走向哪里，拥有全

部和终极的真理”@。

我只是想强调，所有理论／包括比较法其实都是实证的——都可以经过

实证检验，相反，所有实证现象和问题，其实也都是可以重新理论化的。西

方川匕方舶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如此、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如此，法学理论同样

如此。无论何种理论／比较法，只是解释实践、引导实践、规制实践的一种工

具／技艺。轻视实证，有可能是不了解实证／不会实证／不懂实证的“傲慢与偏

见”的结果。如果不去实证，我们无法理解德沃金所确证的法官争论中存在

着一种“理论争论”，我们无法发现那些规则背后“隐含的法律”。自然，也无

法看到法律运作的事实过程。例如，中国频发的种种经济调控，我们无法去

评估其制度设计的真实成本与效能。再如，对于国企的行政治理、实缴资本

制，以及证监会的强权(实质审核)，我们无法理解其在中国特定场域里的正

当性——实证应与实践紧密相联，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在经济法学领域，虽然这两年的情况有所改观，但那种“不实证”的情形

还是比较突出的。例如，一些研究流于“大词化”，喜欢讨论一些“大而空”的

现象，喜欢跟着形势政策走⋯⋯拒绝数据，拒绝对具体案例的分析，拒绝观察

“行动中的法律”——我们的学术，因此总是很容易停留在原处。我们需要

牢牢地记住一点，如果不是在行动中，所有法律都只是虚构的规则，只有在具

体的判决中，在法律规约对象的行动中，在实际的关系互动里，我们才看到法

律的真相。即使在解释学的角度，所有语言都具有哈特所说的“意思中心”

和“开放结构”的特征，因此，语言构成的规则既有确定性，也有模糊性。@我

们所有观察者甚至都只是在对法律进行德里达和福柯式的“解构阅读”——

所以福柯说：“规则本身是空无的、曲解的和没有定说的；它们没有人格性质，

可以给予任何目的⋯⋯法律规则本身没有基本的意义，所以解释是对法律规

则暴力式的偷窃式的理解，其目的是强加一个方向，强加一个意志，强迫法律

③参见张夏准：《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版。第4_7页。

@参见[美]阿尔温·托夫勒：<创造一个新的文明——第三次浪潮的政治》，陈峰译，上海

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84页。

@参见刘星：<法律是什么>，广东旅游出版社1997年版，第136一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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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参与不同的游戏。”k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刘姥姥如果不去大观园，
是否会发现大观园如此之大?可，刘姥姥和王姥姥、李姥姥眼中的大观园，也

许还会如此地不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韦伯要说——“每一种

法律制度都有受技术和经济事实制约而产生的特殊规范”@。

我们支持实证，并不意味着我们迷信实证。如同我们批评比较法的方

法，并不意味着我们反对比较法。当比较法过于关注主流的时候，我们只是

相信了埃里克森说的——“世界偏僻角落发生的事可以说明有关社会生活组

织的重心问题”，“法律制定者如果对那些促进非正式合作的社会条件缺乏

眼力，他们就可能造就一个法律更多但秩序更少的世界”④。我们不想形成

这种世界。

事实上，实证的方法本身也是多元的，不只有一副面孔——有些偏重案

例实证(例如，个案实证或者案例群的统计实证)，有些偏重社会实证(例如，

社会调查)，有些偏重规范实证(例如，规范之实证比较与解释)，实证也不仅

仅意味着“数据分析”。只调研数据无异于一种文献综述，会让研究者迷失

于文献与数据之中，忘记自己想要在何种层面论证何种问题，这同样也是悲

哀的。尤其是，在这个数据爆炸的时代，数据经常制造假象、制造混乱、制造

不安，我们不能被数据蒙住了双眼——我们要致力于发现数据后面的真理，

那些被束缚或者隐藏起来的思想、结构和问题意识。

这是我们的任务。

四

你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真理像一个六面体，是可以从不同的方向感知的。就如同，无论是穷人，

还是富人，对信仰上帝的人来说，他们都能感知到上帝的存在——无论是在

什么地方、以何种方式感知到这种存在。

方法是一种可以不断被使用的公共品；我们用不同的方法，可以感知到

③See Foucault，Michel，Nietzsche，Genealogy，History，in I-49lggll嘲e，Counter-memory，Prac—
rice．eel．D．F．Bouchard．Ithaca．New York：Comell University Press，1977，PP．151—152．转引自

刘星：《法律是什么》，广东旅游出版社1997年版，第237页。

@参见[德]马克斯-韦伯：<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张乃根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8年版，第128页。

④参见(美]罗伯特·c．埃里克森：<无需法律的秩序——邻人如何解决纠纷>，苏力译，中
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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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的不同面——方法没有优劣，只有主次之别——所有方法，都是我们看

世界的眼睛。如同凯恩斯说过的那样：“经济学理论并没有提供一套立即可

用的完整结论。它不是一种教条，只是一种方法、一种心灵的器官、一种思维

的技巧，帮助拥有它的人得出正确的结论。”⑤这样的逻辑，同样可以用于经

济法以及全部法学。因此，“以幽默和公允的态度宽容错误，含糊，尤其是多

样性，是我们整装开始下一个惊人的黄金时代之旅时，必不可少的品格”⑦。

法律意识是一种“复合结构”。任何一种话语类型，即便它的影响再强

大也无法独占整个法律文化，并且全面渗透到法律心智(1egal mind)当中

去。@这样的认识可以复制于法律／经济法研究的方法之中。不同的思想或

哲学，都尝试以不同的表述方式来呈现真实，而真实总是有某种的原理、理

性、道、逻辑之基础。④我们用不同的方法，只是试图发现现实社会中所展现

出来的“各种真实”。

所以，法律研究者必须理解解释论，但法律研究者又不必拘泥于解释论。

法教义学是重要的，但法教义学不是孤立的、封闭的，也不是我们理解法律以

及法学的唯一出路。条条大路通罗马，当我们用不同的方法去理解／研究法

律以及法学，我们就会发现，不同的道路旁边，原来都有“鲜艳的花”。

⑤转引自梁小民：《经济法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l页。

@参见[美]阿尔温·托夫勒：《创造一个新的文明——第三次浪潮的政治》，陈峰译，上海
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85页。

@参见[美】罗伯托·曼戈贝拉·昂格尔：<法律分析应当何为?>，李诚予译，中国政法大

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2页。

④参见颜厥安：<变幻万千的法律脸庞——代序)，载颜厥安：<法与实践理性>，中国政法
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l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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